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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的
养老责任观念变化探究

———来自 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验证

□ 陆杰华，王馨雨，张雁雯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
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
本文基于 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
分析和 logistic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
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
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不同成长背景下的队列人群在养老责任观念上存在显著

差异，年老一代历经社会变迁和与子女分居的现实，逐渐接受非子女养老的形式，而年轻一代大多数依

旧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在控制人口变量后，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等可能对不同
代际人群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方位了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与养老文化，有利于处
理好传统文化对于养老照料的意义，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提供养老服务和保障，以应对未来人口
老龄化的持续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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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发展到社会观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变革，
人们的养老责任理念也随之逐渐转变。讲求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伦
理本位是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基本精神［1］。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代际大家庭是理想的生活状
态［2］，“孝顺”被看作为一种理应遵循的美德。这种传统的抚育和赡养在代际之间双向流动、子代为父
母养老的代际关系被称为“反馈模式”［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双轨制城镇

养老金制度初建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4］;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指
出，对缺乏或完全丧失劳动力、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给以适当安排和照顾。集体化生产
弱化了家庭的部分社会功能，传统父权家长制社会根基开始瓦解［5］。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起来
的一代坚信国家保障的力量，养老责任主体的概念内涵已经不再仅限于“养儿防老”，这个阶段政府责
任在集体养老保障制度中表现出低水平和“无所不包”的特点［6］。
改革开放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新浪潮，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生育政策严格控制

下“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宣传口号，进一步传播了国家可以保障晚年生活的观念。出生率的急
剧下降催生更多的“四二一”结构家庭，传统家庭关系进一步简单化，亲子关系亲密化与疏离化并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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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赡养功能萎缩［7］，甚至农村出现“富而不养”的问题［8］，加上人口流动频繁增大了子女照料老人的难
度，子女养老的模式愈加受到冲击［9］。
不同代际人群的养老观念深受时代特征的影响，这种差异在许多研究中得到验证。2014 年“中国

大众养老观念调查”结果显示，子女仍然是承担养老责任的首要主体，同时养老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化
趋势明显，青年人和老年人对养老内容的认知既有共识也存在差异，这是我国养老的反馈模式和西方养

老的接力模式相互博弈与融合的结果［10］。
当前中国正处于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阶段，21世纪是不可逆转的老龄化加速的世纪，从前瞻、战

略、操作层面谋划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一项新的基本国情［11］。同时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文化和养老观
念正在变迁，养老问题正面临着双重挑战。虽然 2016年开启了全面二孩政策的新时代，但低生育率和
少子化家庭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站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窗口期，关注和把握人们的养老观
念变化，有利于合理规划和开展养老服务项目建设，从理论和现实意义上妥善解决养老难题。本研究以
中国的养老责任观念为主题，侧重代际之间的差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探求社会转型背景

下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变化，从而清晰、全面的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养老照料状况和养老文化。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面对当今世界养老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趋势，许多学者开始积极思考家庭养老和非家庭养老之间的

作用关系。国际上针对国家与家庭在养老福利提供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挤出论”“促进论”“责任混
合论”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挤出论认为，国家和家庭在养老福利上存在相互挤出的关系。有研究表明，
生活在拥有充足且长期的护理经费的国家的人更倾向于接受国家的护理，而非来自家庭的医疗护

理［12］。促进论则持有相反的观点，家庭和国家在养老福利提供方面的关系更为复杂甚至其实是相互促
进的。有的学者通过比较五个发达国家的情况，研究了供给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是否受到“挤出”逻辑的
影响，结果显示国家福利会鼓励并增强家庭福利［13］。后来的学者还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理论，国家和家
庭所提供给老年人的支持与福利并非简单的单线型作用，更可能是一种混合责任关系［14］。在基础服务
设施发达的社会中，家庭支持和国家福利是相互促进的;但在不合理的政策背景下，则不会出现相互利

好的形势。
回归到中国社会的养老责任观念问题，有学者认为关键在于谁来提供养老资源，养老资源的提供者

和承担者不一定完全相同;伴随着现代化因素的冲击，家庭养老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出现分离，家庭养老

功能在弱化，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的比例在上升［15］39－44。严格的生育政策造成中国社会有大量的“三明
治”一代存在，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孩子需要抚育，中间一代难以肩负起全部的养老责任，需要政
府、社区和老人自己分担养老任务［16］。现实社会失去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老年人应该转
变观念，从“依赖养老”向“独立养老”过渡［17］83－87，以个人为责任主体、同时借助社会资源才是当代养老
方式的基本特征［18］57－62。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赡养老人传统是一种值得保留的道德品
质，家庭对于养老的责任不应该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准而盲目改变［19］。
关于当前中国养老责任观念的变化走向暂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而许多研究进一步关注不

同养老责任观念背后的社会影响因素。首先，年龄［20］69－79［21］71－77、性别［22］31－35、教育［22］31－35、城乡［23］11－20等
基本人口特征与不同的养老观念密切相关。第二，经济条件以及与经济相关的社会保障直接影响着养
老方式的抉择。老年人拥有养老金能够减少对子女的依赖，来自南非的实证分析表明老年人的养老金
每增加一个单位，会挤出 0．25～0．3 个单位的子女经济支持［24］，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居住安
排上减少与子女的共同居住［25］42－54 ;另一种分析视角是养老金以向子女补偿的形式，吸引了子女提供市

场不足的养老照料服务［26］。第三，健康状况不佳会影响老人的心理，可能导致增强对多子女的依
赖［27］13－18，当生活不能自理时希望与子女同住或机构养老，当生活可以自理时希望居家养老的比例更

高［28］25－33。第四，家庭特征同样会影响养老意愿，如果婚姻不完整，那么对家庭养老的依赖会比较
小［29］84－89，111－112。年龄和子女数可能具有交互作用，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而言子女越多越倾向于认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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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养老［30］7－12，39，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也会影响对老人的养老照料［31］［32］。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存在“重
男轻女”的倾向，随着传统父系基础的家庭文化受到冲击，农村对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同加强，儿子和女
儿在负担养老责任方面的差异性不断缩小［33］27－33。此外，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意识［34］44－60、政治信任程
度［35］119－122等也可能影响养老观念的转变。
纵观以往文献，关于养老观念的研究分析愈来愈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对日益加深

的老龄化的不断关注，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保障好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传统的
子女养老观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养老责任主体愈来愈多元化。深究时代的内在原因，个人特征、经济
条件、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社会态度与价值观、社交程度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都会对人们的
养老责任观念产生影响。同时，以往文献中还存在一些不够明确的地方。其一，学界普遍认同养老责任
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大体趋势，却没能对现状做出全面且详尽的描述;其二，研究影响因素时各有侧重，往

往涉及的原因不尽全面;其三，以往研究多着眼于某一类群体进行养老责任观念的分析，比如农村老人、
中年独生子女父母这些最有代表性的群体，以历时性视角看待代际性养老责任观念差异及其变化的研

究文献比较少。

三、研究设计

从历时性视角来看，家庭养老文化意涵和运行逻辑与国家体制变化相联通，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集体

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转型促使父权制逐渐衰落［5］，家庭伦理重心由年长一代转移到年轻一代，下行式

家庭主义盛行［36］，传统的养老责任主体认知趋向多元化; 从即时性视角来看，个人特质、家庭特征和社
会特征都会影响养老的选择，最终使得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代际队列之间的养老责任观念呈现出差异性。
基于上述研究，图 1展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思路。

图 1 影响养老责任观念变化的研究框架

结合以往文献及其本研究关注的研究问题，在此做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 基于社会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总体而言子女
养老为主的传统养老方式正在向着非子女养老、责任主体
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假设 2 按历史事件划分的不同代际队列之间的养老

责任观念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大众观念文化与时代背景和

社会因素息息相关，越是年长越可能把养老看做子女的责

任。
假设 3 控制人口学基本变量外，个体层次的健康水平、家庭层次的家庭结构和相关经济因素会对

养老责任观念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于不同代际队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家庭成员规模( 包括配偶
与子女) 与选择子女作为养老责任主体可能相关，年龄越大受孝文化影响也更深，看待养老责任划分问

题更容易被家庭因素影响;年轻一代健康状况普遍良好，看待养老责任划分问题不会过多考虑自身健康

情况;经济相关因素则可能是所有年龄段人群共同的考虑因素且表现为负相关。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 。该调查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调查项目，最早开始于 2003 年，每年对中国
大陆的 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的横截面调查，问卷涉及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2015 年
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涉及“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这为本研究
探讨养老责任观念变化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可能性。删除无效答案，最终有效样本数为
10871。
本研究重点关注当前老龄化形势下不同代际队列养老责任观念的变化情况以及其背后可能的社会

经济影响因素，从而反映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时代特征对于不同代际队列养老责任认知的形塑。研究选
择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作为因变量，共有



自变量的分布情况

解释变量 变量赋值 样本频数 百分比 解释变量 变量赋值 样本频数 百分比

个
体
因
素

年龄

1949年以前出生= 1 2015 18．54
1949－1977年出生= 2 6143 56．51
1978年及以后出生= 3 2713 24．96

性别
女= 0 5077 46．7
男= 1 5794 53．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 4073 37．56
初中= 2 3055 28．17
高中中专= 3 1953 18
大学及以上= 4 1764 16．27

户口
农业= 0 6135 56．5
非农业= 1 4724 43．5

经
济
相
关

家庭经济
低于平均水平= 0 4080 37．73
平均水平及以上= 1 6733 62．27

养老保险
否= 0 3223 30．09
是= 1 7488 69．91

健
康
状
况

生理健康

不太健康= 1 1942 17．87
一般= 2 2347 21．6
比较健康= 3 6577 60．53

心理健康
经常抑郁沮丧= 1 879 8．1
有时抑郁沮丧= 2 2594 23．91
从不抑郁沮丧= 3 7375 67．98

家
庭
结
构

配偶状况
有固定配偶伴侣= 0 2376 21．86
无固定配偶伴侣= 1 8494 78．14

生育意愿
希望没有孩子= 1 162 1．55
希望有一个孩子= 2 1725 16．55
希望多个孩子= 3 8538 81．9

子女数量
无孩子= 1 1435 13．22
只有一个孩子= 2 3997 36．81
有多个孩子= 3 5425 49．97

是否有儿子
否= 0 3587 33．03
是= 1 7272

66．97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主要由子女负责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由非子女养老主体负责有子女
的老人的养老”二分的答案选项，本研究选择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探索影响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的
可能因素。设定因变量 Yi养老责任观念中认为“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的概率为 P，自变量组 xi 分别对

应的回归系数为 bi，各因素与养老责任观念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Logit P= ln［P / ( 1 － P) ］= a +∑bixi 。

另外，为了重点考察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化，按照历史事件节点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代际队列，

对比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及其影响机制，将各个层级的变量依次加入回归模型观察模型变化，

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四、主要分析结果

1．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差异性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内容，考虑 1949年和 1978年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意义，按照不同

年龄段将人群划分为 1949年以前出生、1949－1977年出生、1978年及以后出生三个代际队列，从而突出
展现社会转变重大事件背景下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养老责任观念差异。1949 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划为
老年一代，他们大多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战乱和坎坷，受传统宗法思想影响更深; 1978 年及
以后出生的新时代人群属于青年一代，大体等于标志着思想解放的“80 后”群体;中年阶段则为 1949－
1977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他们曾经成长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对于国家和集体力量的概念拥有更为
深刻的直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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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反映不同队列养老责任的动态变化，我们将 2010 年、2012 年、2013 年、2015 年的四期调
查数据进行处理对比，图 2反映了近年调查中认为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的队列分布的变化趋势。调查
数据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从 2012年的 19．33%增至了 2015年的 32．74%，老龄化加速的猛烈趋势也反映
在调查的样本年龄结构中，从历时性的视角大概能总结出近年的一些养老责任观念特征。

图 2 2010－2015年认为主要由子女负责养老
的队列分布变化趋势

一方面，子女养老仍然是中国大陆的主流观念，图

2可以看到近年来不同代际认同此观点的比例皆约占
半数;另外还有超过 30%的人认为子女、老人自己、政
府责任应该均摊，只有少数人把养老归结为老人自己

的事情或是完全由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养老责任主
体观念趋向多元化趋势显著增强，对依靠子女养老的

传统观念逐渐弱化，老年人里认为有子女老人的养老

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49．6%降至
2015年的 42．7%，中年人里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
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57．4%降至
2015年的 49．1%，青年里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的比例从 2012年的 63．1%降至
2015年的 56．8%，而所有代际队列中认为应该由非子女养老主体负责和三个分项的比例都在逐渐增
多。
同时，不同代际群体的养老责任观念有明显差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四期的调查数据里越是年轻

一代越认为养老主要应该由子女负责，而非秉承个体化思想认同老人自我养老。持这一看法的年轻人
比例多于老人比例，反而更多的老人认同有儿女的老人养老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这样一种与假设相
反的现象可能与问卷的提问方式有关:“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年轻一代接
受调查时可能最先考虑的是自己赡养父母的责任，而非谁应该为自己年老后的养老负责任。中国传统
家庭养老里“以老为尊”的社会观念影响依然深远，所谓的个体主义思想更多体现在对自身养老的决
策，而并非体现在考虑父母一代的养老。这提醒我们，谈论养老观念代际差异不完全是“老人更主张子
女养老，年轻人接受现代思想更倾向自己养老”那么简单，反馈模式中的孝文化依然深植于我国社会，
年轻一代回报父母的代际情感联结实际强于老辈经历养老现实所预期。另外，在对于政府提供养老福
利的信任度和依赖性方面，老年一代要明显高于年轻一代。

2．不同代际队列养老责任观念影响因素的探究
对养老责任观念变量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把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健康状

况、家庭结构这四方面的变量依次加入模型中，观察不同因素对于养老责任观的影响，表 2 至表 4 分别
展示了回答养老责任观念问题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样本。
模型一是纳入了性别、教育和户口的包含个体特征的人口学基本模型。性别变量对于所持养老责

任观念几乎没有影响。文化程度方面，三个代际队列样本中对于养老观念的影响均比较明显，系数取值
均在( －1，0) 之间，总体而言文化程度越高，越可能不局限于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更加认同多元化养老
责任主体，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1］。不同之处在于，高中或中专学历对于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
影响显著，而年轻一代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结合中国社会的背景，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
化推进，加上 20世纪 90年代末期实行高等教育扩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往往享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和更高的教育质量，影响不同代际养老责任观念的教育学历水平的提高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平均教育

水平的提升。城乡则是影响养老责任观念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性制度，分析结
果中所有模型中户口变量的 P值都小于 0．001，系数为负值，也说明非农业户口的人群比农业户口人群
更认同非子女养老的方式，这种差异与 20世纪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不无关系。如图 3 所示，各个代
际队列非农业户口群体中认为非子女养老主体肩负主要养老义务的比例都超过了一半，传统上城市老

年人同样偏好子女养老［37］43－46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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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因素对于 1949年前出生一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老年一代)

主要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性别 ( 女)

男 0．035( 0．097) 0．038( 0．098) 0．019( 0．099) 0．081( 0．107)
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98( 0．139) －0．221( 0．140) －0．190( 0．142) －0．205( 0．148)
高中中专 －0．661＊＊＊( 0．192) －0．727＊＊＊( 0．196) －0．695＊＊＊( 0．198) －0．801＊＊＊( 0．212)
大学及以上 －0．427( 0．231) －0．493* ( 0．236) －0．458( 0．241) －0．613* ( 0．257)

户口 ( 农业)
非农业 －0．980＊＊＊( 0．106) －1．020＊＊＊( 0．109) －1．065＊＊＊( 0．111) －1．123＊＊＊( 0．118)

家庭经济( 低于平均)
平均水平及以上 0．291＊＊( 0．100) 0．271＊＊( 0．104) 0．258* ( 0．109)

养老保险( 没参加)
参加 0．005( 0．118) －0．015( 0．119) －0．052( 0．125)

生理健康( 不健康)
一般 －0．157( 0．134) －0．245( 0．140)
比较健康 0．323＊＊( 0．130) 0．300* ( 0．135)

心理健康( 常抑郁)
有时抑郁 －0．108( 0．180) －0．084( 0．190)
不抑郁 －0．066( 0．181) －0．086( 0．191)

配偶状况( 有同住伴侣)
无同住伴侣 －0．122( 0．111)

生育意愿( 不要孩子)
1个孩子 0．596( 0．596)
多个孩子 0．404( 0．565)

子女数( 无孩子)
1个孩子 1．212* ( 0．607)
多个孩子 1．218* ( 0．603)

儿子 ( 无)
有 －0．502＊＊( 0．172)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p＜0．01，＊＊＊p＜0．001

表 3 不同因素对于 1949－1977年出生一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中年一代)

主要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性别 ( 女

)
男 0．018( 0．054) 0．012( 0．055) 0．004( 0．056) 0．002( 0．056)

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54* ( 0．065) －0．155* ( 0．065 －0．170＊＊( 0．066) －0．139* ( 0．068)
高中或中专 －0．290＊＊＊( 0．084) －0．317＊＊＊( 0．085) －0．345＊＊＊( 0．086) －0．281＊＊＊( 0．088)
大学及以上 －0．428* ( 0．109) －0．289＊＊( 0．112) －0．329＊＊( 0．113) －0．270* ( 0．117)

户口 ( 农业)
非农业 －0．958＊＊＊( 0．063) －0．954＊＊＊( 0．064) －0．950＊＊＊( 0．064) －0．858＊＊＊( 0．068)

家庭经济( 低于平均)
平均水平及以上 0．218＊＊＊( 0．056) 0．184＊＊( 0．057) 0．159＊＊＊( 0．059)

养老保险( 没参加)
参加 －0．134* ( 0．062) －0．128* ( 0．062) －0．123( 0．064)

生理健康( 不健康)
一般 －0．025( 0．086) －0．004( 0．008)
比较健康 0．186* ( 0．081) 0．188* ( 0．083)

心理健康( 常抑郁)
有时抑郁 －0．079( 0．106) －0．090( 0．109)
不抑郁 －0．051( 0．105) －0．053( 0．107)

配偶状况( 有同住伴侣)
无同住伴侣 －0．086( 0．096)

生育意愿( 不要孩子)
1个孩子 －0．477( 0．256)
多个孩子 0．445( 0．250)

子女数( 无孩子)
1个孩子 －0．325( 0．185)
多个孩子 －0．120( 0．190)

儿子 ( 无)
有 0．139* ( 0．068

)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p＜0．01，＊＊＊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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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因素对于 1978年后出生一代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年轻一代)

主要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性别 ( 女)

男 0．132( 0．080) 0．134( 0．081) 0．138( 0．082) 0．162( 0．085)
教育(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04( 0．158) －0．030( 0．160) －0．019( 0．162) 0．046( 0．166)
高中或中专 －0．173( 0．163) －0．278( 0．165) －0．270( 0．168) －0．178( 0．175)
大学及以上 －0．416＊＊( 0．161) －0．470＊＊( 0．164) －0．459＊＊( 0．167) －0．367* ( 0．179)

户口 ( 农业)

非农业 －0．576＊＊＊( 0．090) －0．526＊＊＊( 0．093) －0．534＊＊＊( 0．093) －0．493＊＊＊( 0．096)
家庭经济( 低于平均)

平均水平及以上 0．321＊＊＊( 0．089) 0．330＊＊＊( 0．090) 0．313＊＊＊( 0．092)
养老保险( 没参加)

参加 －0．244＊＊( 0．082) －0．246＊＊( 0．082) －0．285＊＊( 0．087)
生理健康( 不健康)

一般 0．382( 0．237) 0．424( 0．241)
比较健康 0．202( 0．218) 0．207( 0．221)

心理健康( 常抑郁)

有时抑郁 －0．076( 0．214) －0．064( 0．217)
不抑郁 －0．081( 0．205) －0．076( 0．208)

配偶状况( 有同住伴侣)

无同住伴侣 0．165( 0．134)
生育意愿( 不要孩子)

1个孩子 0．537( 0．298)
多个孩子 0．260( 0．289)

子女数( 无孩子)

1个孩子 －0．042( 0．152)
多个孩子 0．210( 0．187)

儿子 ( 无)

有 －0．101( 0．121)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0．05，＊＊p＜0．01，＊＊＊p＜0．001

图 3 不同户籍属性的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分布差异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相关变

量，研究假设中认为经济条件和中国社会语境下与经

济因素直接相关的养老保险对于减少子女养老的依赖

具有保护作用。模型分析中经济和养老保险两个变量
都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具体影响方式明显不同。经
济水平对选择由子女负责的养老责任观念表现出正向

影响，主要体现为相对于较差的经济状态，家庭经济富

足更有可能依靠子女给予养老支持，这与家庭收入越

高越否定“养儿防老”的常规说法不一致［38］1－5，17。把
非子女养老责任主体拆回原来的“主要由政府负责”、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责任均摊”三项，我们或许可以一探究竟。从各种养老责任观念占总体的大
致百分比来看，确实家庭经济在平均线及以上的更多选择子女负责养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子女养老

中政府养老受经济影响最大，相差 6%左右，因此经济与养老责任观念之间的关系可能主要在于经济条
件差依赖于政府保障养老生活，而非经济因素与是否认为子女该对养老负主要责任这一观念的关系。
当然，受到模型限制，后续研究还有待做进一步讨论。
养老保险变量方面，只有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养老保险变量系数的 p值显著，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的中年和青年群体会比参保的群体更可能认同由子女负责养老，因为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会挤出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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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经济状况的养老责任观念代际分布差异

经济支持，同时也会弱化家庭养老观念［39］105－113。
然而，老年一代的参保行为影响作用却不明显，

与许多针对养老保险和养老方式之间关系的研

究结论完全相反。图 6 或许揭示了本研究的一
些问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却有大部

分认同依靠非子女形式养老，推测这些弱势群

体更多依赖于政府保障晚年生活，中国虽然自

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养老金制度，但直到 20 世纪
90年代才确立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渐大规模
普及，那些中高龄老年人能够缴纳养老保险往

往是与经济情况和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挂钩

图 5 不同经济状况的养老责任观念分布差异

的，同时中国新农保仍存在养老金支付水平低、政策覆
盖浅的问题［40］203－230。未参保的老年群体生活条件艰
难，原本就缺乏来自子女的支持，因此导致在数据中未

能表现出和所持有的养老责任观念的关联性，这里的

推测还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模型三加入了健康因素，此处将健康划分为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分析结果显示，生理机能的身体健
康状况是认同子女负责养老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身

体越健康越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养老和选择子女进

行养老，不需要政府帮助和提供基本养老保障，这与其

图 6 不同代际队列的参保行为与养老责任观念分布

他的健康与养老相关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0］。健康因
素主要在中老年阶段表现出了显著性，身体健康是老

年人进入养老生活首要考虑的事情，因为步入老年阶

段后疾病会显著增多。然而，心理健康没能表现出对
养老责任观念的显著影响，心理抑郁与否并不影响对

养老责任的思考抉择。
模型四加入了全部要素，是最终的综合模型。有

无一起居住的配偶伴侣对养老责任观念影响不大，没

有得到婚姻不完整者会减小对家庭养老依赖的类似结

果［29］，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调查数据中的婚姻变量包含

图 7 不同代际队列是否有儿子与养老责任观念分布

多个复杂选项，按照有无共同居住的配偶伴侣的重新

分类方法不能最佳切中婚姻对养老观念的作用要点。
生育意愿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实际生育行为在中

年和老年队列中真正与养老责任观念有紧密关联。老
年一代队列中，子女数量和是否有儿子两个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0．05，子女数量系数约为 1．2，意味着多子女
者认为子女应该肩负养老责任的发生比是无子女者的

3．3倍左右。到了中年一代，是否有儿子依然影响养老
责任的判断，但子女数量对养老责任观念的影响不再

显著，这与中国政府在 20世纪 80年代“急刹车”式的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80 年代后生育的
一代人基本告别了多子女的愿望。到了年轻一代，是否有儿子与养老责任观念的差异性也不再显著，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男权传统的削弱，“重男轻女”思想相应有所改善，当今社会下儿子和女
儿在养老中的作用基本相同［33］。注意中年一代的儿子变量与认同子女养老的系数为正，而老年一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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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负相关的系数，可能是由于与子女数量变量的趋同性导致了系数符号的扭转，从图 7来看老年一代
和中年一代相同都是正相关趋势，即有儿子的中老年人比没有儿子的中老年人更可能认为儿子负养老

主要责任。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分析和探究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因

素，从而把握当前中国社会的养老观念转变原因和发展趋势。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和讨论，我们大概可
以得到如下发现。
其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中国传统家庭宗族主义文化削弱。一方面，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子女

担负主要责任的养老模式正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趋向多元化。另一方面，孝文化的影响依然深入
人心，分析结果显示子女负责养老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同时老人自己可以承担一定养老压力，政府对

养老内容起到补充和托底功能。
其二，中国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与转型形塑了社会民情与风俗观念。

近年来传统孝道历经了 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 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这样几个阶
段［41］。成长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代际队列存在着不同的养老责任主体观念，他们所持理念的差异性与
背后的系列相关因素也反映了社会养老观念的整体变化趋势。年老一代历经社会变迁逐渐摆脱“养儿
防老”的固执偏见，接受非子女养老的形式; 反而年轻一代大多数仍然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
义。单就养老一事而言，传统反馈模式中子女和父母的情感联结比预期中更为强烈。
其三，不同人口特征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养老责任观念，当控制了基本的人口学变量后，经济相关因

素、健康状况、家庭结构都对不同代际队列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文化程度与认同
子女负责养老的观念负相关;城市群体比农业群体更能接受非女子养老的形式;经济状况的弱势可能使

得个体寻求国家力量给予的养老支持; 健康因素主要影响中老年一代的养老决策; 多子女和“养儿防
老”传统观点随着代际群体的年龄下降而逐渐弱化。
总而言之，养老责任观念随着社会时代特征的变迁而逐渐发生变化，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队列由于

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差异对于养老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规划。目前我们处于“未富先老”社会状态的
后期阶段，即将进入“慢备快老”这样更为严峻的新时期。当家庭养老需求增大，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
却在不断弱化，关键在于社会的整套体制保障，所谓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
养老服务体制，是指其他养老责任主体能适当给予相关照料护理，从而缓解和接应家庭无力照顾的困

难［42］83－87。
当然，我们讨论养老责任主体观念的变化，不是想要明确划分养老的责任顺序，而是希望分清定位

人群，更具针对性、更有效地提供养老服务和养老保障。另外，代际之间的养老责任观念既有共同点也
有差异，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影响着老年父母的照料模式，抚育与赡养的反馈模式文化仍然深植于我们的

社会根基。我们需要全方位地理解中国社会当下的家庭关系与养老文化，理想的养老生活离不开和谐
的代际关系，探索合理的文化养老路径［43］103－109，124有利于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
最后，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一方面，受限于调查数据的内

容，无法了解年轻一辈对于自己养老的预期安排，不能与他们当前对养老责任观念的答案形成多层次的

对比分析;另一方面，纵贯数据涉及时间跨度不长，如果能够掌握更丰富的历时性数据，研究结论将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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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Norms of Eldercare Ｒesponsibilities across Generational Cohor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GSS of 2015
LU Jie－hua，WANG Xin－yu，CHANG Yen－wen，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process，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tends to be quite different，diversi-
fied and individualized． That who will tak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ld－age life of more and more elderly
people in the futur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with concern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 CGSS) in 2015，this study focuses on queues growing up in different cohorts． Through compar-
ativ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chang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norms of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al cohort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may provide explana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
sion norm still occupies the mainstream，but it is weakening，and the main body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tends
to diversify furth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orm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mong the cohorts
under different growing backgrounds． After social changes and separation with their children，the older genera-
tion gradually accepts the form of non－child pension，while mos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till supports their
parents as their due filial piety; 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economic factors，health status，fami-
ly structure and so on ma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norm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of different
cohort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pension culture in Chinese society is conducive
to dealing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pension care，so as to provide more targeted and effec-
tive pension services and security，resulting in coping with the continuing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orms of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Chinese eldercare; difference in generational cohorts;
population aging; determ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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